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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在估计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

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以企业工资折价衡量劳动力市场势力,我国制造业劳动

力市场势力在2008到2016年呈小幅下降趋势。分行业和所有制类型看,劳动力

市场势力存在较大差异,且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分区域看,不同城市间的劳动力

市场势力存在收敛现象。截至2016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为

1.98,这意味着劳动者每生产1元收益,得到将近0.5元的回报。从影响因素看,
产品市场势力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生产

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劳动力市场势力会通过减少就业和降低

工资的方式,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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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

对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买方

市场势力越高,则劳动力可能面临更不利的局面,如更加稀缺的就业机会、更低的工资水

平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多数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与“卡尔多事

实”相违背,要素收入分配引起广泛关注(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在劳动收入

份额下降的众多解释中,产品市场垄断和企业价格加成能力提高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Autor
 

et
 

al.,2020;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然而,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力量

比产品市场更高,并且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力量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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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更为直接(Azar
 

et
 

al.,2020)。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的

买方市场势力(Brooks
 

et
 

al.,2021;Yeh
 

et
 

al.,2022)。
我国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不利处境受到普遍关注。劳动力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从

而导致劳动者报酬偏低、工作条件恶劣或者劳动保障不足等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平

台经济兴起,某些领域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力本身的控制程度有了进一步增强。这些现象

都与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是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强市场势力,而劳动

力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表现。然而,现有研究尚缺乏针对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直接证

据。这不利于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议价能力的整体状况,也不利于完善市场

机制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因此补充提供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经验证据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在估计制造企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直接测度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买方市场

势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截至2016年,中
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折价为1.98,意味着劳动者每生产1元产品,将获得大约0.50元的

工资回报。与Yeh
 

et
 

al.(2022)计算美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折价所得到的1.53相比,我
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相对较高。本文还发现,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势

力提高会显著减弱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而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企业生产率的提

高会显著增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2008到2016年间,产品市场势力的提高显

著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而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的提高显著抑制

了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此外,劳动力市场势力会通过减少就业和工资的方式降低劳

动收入份额。
相对现有研究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直接测度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变化趋势。已有研究考察了我

国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和地域垄断(于良春和余东华,2009;于良春和张伟,2010;叶林祥

等,2011;岳希明等,2010),但鲜有研究关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少有研究直接测度我国劳

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方法,直接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趋势和

特征,考察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来源因素,补充了我国关于不完善市场的相关研究。

第二,本文尝试为劳动收入份额的新变动提供解释和证据支持。已有研究从产业结

构变迁(白重恩等,2008;李稻葵等,2009;刘亚琳等,2022)、产品市场垄断(文雁兵和陆雪

琴,2018)和技术进步(陈宇峰等,2013;王林辉和袁礼,2018)等角度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

额变动,但少有研究从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角度解释。2008年以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开始回升,一个重要的现象表现为劳动者工资提高,本文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视角提供

了工资上升的原因和证据,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新变动提供新解释。
第三,本文使用较新的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追溯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最新变化。

Yeh
 

et
 

al.(2022)测度了美国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Brooks
 

et
 

al.(2021)测度了中国和

印度在2010年以前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本文使用2008至2016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采用

生产函数估计方法,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最新变化,提供了中国劳动

力市场势力最新变化趋势的经验证据,并且还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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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企业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根据劳动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决定最终雇佣人数和支付工资。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无法影响市场工资水平,
只能根据市场工资水平来决定雇佣人数,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劳动者的边际成

本即为市场工资,因此企业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与其边际产品收益相等。而在买方垄断的

劳动力市场(monopsony),企业不再是市场工资的接受者,而是可以通过其市场势力影响

最终的市场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劳动者边际成本高于市场工

资,但企业仍然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条件雇佣人数并决定工资水平,此时企业

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劳动者的边际成本,也低于其边际产品收益(Manning,2013)。
上述过程更直观的解释是,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每挣一分钱,就得一分钱”;
而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每挣一分钱,所得小于一分钱”。由于劳动所得低于

劳动产出的收益,这其中的“差价”最后形成企业的利润盈余,因此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就会越低,企业的收入份额就会越高(Brooks

 

et
 

al.,2021)。
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主要源于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供给弹性通常被假定为无穷大,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处于

0.1~2,远小于无穷大,反而是缺乏弹性的,因此具备买方市场势力的劳动力市场才是常

态(Dube
 

et
 

al.,2016;Falch,2010;Staiger
 

et
 

al.,2010)。劳动供给缺乏弹性的主要原因又

源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这种摩擦来自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流动成本,包括制度上的成本

或者经济上的成本,乃至心理上的成本,这些因素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同时会影响企业的

工资决定(Manning,2013)。一方面,因为流动成本的存在,企业可以将工资水平设定在一

个偏低水平而不用担心员工离职;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流动存在成本,企业又不能在太

低的工资水平招募更多劳动者,为了招募更多劳动者,必须提高工资。这些都是企业运用

劳动力市场势力影响劳动者工资和就业的行为。
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市场势力,企业支付的工资低于劳动者的边际收益,这种微观行为

加总到宏观劳动力市场,会对整个经济体的宏观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劳动力市场存

在市场势力,劳动者的低工资导致宏观劳动报酬份额偏低,企业利润份额偏高,国民收入

分配的结构失衡,而且居民收入份额偏低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和结

构转型(李扬和殷剑峰,2007);再如,劳动力市场势力使得劳动者工资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导致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要素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缓慢(Hsieh
 

and
 

Klenow,2009)。综上可见,劳动力市场势力对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

济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在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势力所扮

演的作用受到了大量研究的重点关注(Berger
 

et
 

al.,2022)。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受到研究关注,但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研究仍然相对

有限。一些研究通过外生事件来估计劳动供给弹性,如果估计得到的劳动供给弹性缺乏

弹性,就可以据此证明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市场势力(Card
 

et
 

al.,2018;Staiger
 

et
 

al.,

2010)。但这些研究只是间接证明了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势力,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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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程度进行直接测量,无法追溯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趋势和特征等。另一些研究尝试通过

分析产品市场力量的方式,使用企业就业人数或工资总额计算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以
此衡量劳动力市场势力。Berger

 

et
 

al.(2022)曾 使 用 工 资 总 额 的 集 中 程 度 (payroll
 

concentration)衡量劳动力市场势力;Azar
 

et
 

al.(2022)曾使用企业发布空缺职位的集中程

度(vacancy
 

concentration)反映在线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然而,劳动力集中程度和

工资是共同决定的,而且劳动力集中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趋势也不一致,使用劳动

力集中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代理指标,难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Grossman
 

and
 

Oberfield,2022)。因此,虽然劳动力市场势力受到大量研究关注,但劳动力市场势力

如何变动,存在哪些主要特征,这方面研究仍然较为缺乏,这些需要以劳动力市场势力的

直接测量为基础。
直接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研究较为少见。近年来,随着生产函数估计方法取得新

进展,计 算 企 业 在 产 品 市 场 的 价 格 加 成 以 及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工 资 折 价 成 为 可 能

(Ackerberg
 

et
 

al.,2015)。当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市场势力,劳动者边际收益大于工资,
这种差价既源于企业在产品市场形成的市场力量,也来自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买方

市场势力。为此,Yeh
 

et
 

al.(2022)在借鉴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使用生产函数方

法估计产品市场垄断的价格加成基础上,将劳动者边际收益和劳动者工资的“差价”归因

于产品市场垄断的价格加成和劳动力市场垄断工资折价的综合效果。然后,他们再将“差
价”在价格加成的基础上标准化从而就可以分离得到工资折价(markdown),以此可以直

接衡量微观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势力。相比其他方法,使用生产函数方法测度

劳动力市场势力具备三个主要优点:(1)不用假设企业市场势力来源,可适用于市场势力

的多种理论模型;(2)所设定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具有高度灵活性;(3)生产函数估计方法

对企业数据要求低,可以直接计算出微观企业的工资折价,不再仅仅是一个宏观加总指

标。这些优点使得生产函数估计成为近年来相关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Brooks
 

et
 

al.,

2021;Yeh
 

et
 

al.,2022)。
迄今为止,鲜有研究使用生产函数方法测度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势力。Brooks

 

et
 

al.
(2021)曾使用我国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折价的变化趋势,发现在1998
到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逐渐下降。除此之外,解恩泽和余淼杰

(2024)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他们主要将劳动力市场势力

作为解释变量,着重分析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此外,尹恒等(2024)在非中性技

术进步环境下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发现2008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势力保持着相对稳

定;李辉等(2024)从最低工资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相

关文献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势力2008年以后变化趋势的研究相对较少,且没有得到统一

结论。
综上,劳动力市场势力受到相关研究广泛关注,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劳动供给

弹性,缺乏直接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研究。随着生产函数方法改进,目前可以直接测度

劳动力市场势力,但囿于数据限制,相关研究对我国2008年以后的新变化缺少分析,而且

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趋势存在不同结论。宏观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我国劳动者工

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在2008年前后也出现转折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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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是否有新变化,这种变化对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回升有多大的解释作用? 本文使用

生产函数方法,从多个角度考察我国制造业企业在2008到2016年间工资折价的变化趋势

和主要特征,并且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2 估计方法

2.1 工资折价估计

  本文在一个垄断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环境中,根据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来区分

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markup)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markdown),并以后者衡量劳动

力市场的市场势力(Brooks
 

et
 

al.,
 

2021;
 

Yeh
 

et
 

al.,2022)。假设代表性企业i使用生产

要素xm(m=1,2,…,M)投入生产活动,要素价格qm 是生产要素xm 的函数,产品价格pi

是企业产量yi 的函数。企业产量会影响产品价格,要素投入会影响要素价格,因此产品市

场和要素市场都不是完全竞争的,都具有影响市场的能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可以

表示为

max.Π=max.piyi -∑
m

m=1
qmxim  (1)

  对要素投入xim 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

pi
∂yi

∂xim
+
∂pi

∂xim
yi =qim +

∂qim

∂xim
xim (2)

  两边同时除以qim,可以整理得

pi

qim

∂yi

∂xim
1+
∂pi

pi

yi

∂yi  =1+
∂qim

∂xim

xim

qim
(3)

  式(3)左边前两项为要素边际产品收益pi∂yi/∂xim 与要素边际成本qim 的比值,它还

可以进一步变形为要素产出弹性θm 和要素收入份额αm 的比值:

MRxm

MCxm
=

pi∂yi

qim∂xim
=
∂yi

∂xim

xim

yi
×

piyi

qimxim
=
θim

αim
(4)

  联立式(3)和式(4),可以得

MRxm

MCxm
=
θim

αim
=
∂log(yi)/∂log(xim)

qimxim/piyi
=
1+
∂log(qim)
∂log(xim)

􀭠
􀭡

􀪁
􀪁 􀭤

􀭥

􀪁
􀪁

1+
∂log(pi)
∂log(yi)

􀭠
􀭡

􀪁
􀪁 􀭤

􀭥

􀪁
􀪁

(5)

  假定存在一种灵活生产要素xn,灵活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θin 与其要素收入份额αin

的比值直接反映了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能力(Hall
 

et
 

al.,1986;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因为灵活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价格qin 由市场给定,所以

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式(6):
 

mu =
θin

αin
=

1

1+
∂log(pi)
∂log(yi)

(6)

  当生产要素不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例如存在买方市场势力的劳动力市场,此时劳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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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弹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比值同时受到了产品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共同影响,
因此在式(5)的基础上使用式(6)得到的价格加成进行标准化,就可以得到排除产品市场

势力之后的比值,Yeh
 

et
 

al.(2022)将这个比值定义为工资折价,如式(7):

md =
θil

αil
×
1
mu
= 1+

∂log(qil)
∂log(xil)

􀭠
􀭡

􀪁
􀪁 􀭤

􀭥

􀪁
􀪁 (7)

  在企业具有市场势力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产生的边际产品收益 MRl 与企业支付

劳动者工资MCl 的差价可以解释为受衡量产品市场势力的价格加成mu 和衡量劳动力市

场势力的工资折价md 的共同影响,如式(8)。因此工资折价的对应解释为,排除产品市场

势力影响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收益与劳动者获得工资报酬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说明劳动

者所得低于其产出收益的程度越大,以此衡量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势力。

MRl

MCl
=
θil

αil
=mu ×md (8)

  上述估计过程只需要假定存在一种灵活生产要素,并不需要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形式

做出过多限定,就可以根据数据中企业的产出和要素投入信息计算出企业的工资折价。
对于大多数的企业微观数据来说,这一点很容易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这种灵活生产

要素不存在,工资折价的表达式也可以相应解释为两种要素折价的相对值,这意味着如果

假定的灵活生产要素也存在市场势力,那么式(7)计算的劳动者工资折价还会被低估。

2.2 工资折价加总

为了估计得到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还需要对微观企业的工资折价进行加总,
但如何进行加总依赖于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假设。本文借鉴Yeh

 

et
 

al.(2022)的方法,使
用微观企业工资折价的定义方式,要求加总得到的工资折价也应该反映劳动边际收益和

工资的差价,以使得微观企业和宏观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定义和解释是统一的。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比产品市场更为严重,因此首先定义一个细分市场,然

后在细分市场进行加总是必要的(Manning
 

and
 

Petrongolo,2017)。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

区域和行业分割的典型特点,本文在城市、行业二位码层面定义局部市场(Local
 

Market),
首先加总得到局部市场的工资折价程度,然后再使用局部市场就业人数的全国占比作为

权重,再次加总得到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
根据定义,假设灵活生产要素在其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则灵活生产要素的单位成本

Qmk 在局部市场k是给定的,则企业和局部市场的价格加成可以表示为muki 和Muk:

muki =θki ×
PkiYki

QmkXmki
; Muk =θk ×

PkYk

QmkXmk
(9)

  由于灵活生产要素价格Qmk 给定,局部市场的灵活要素需求Xnk 等于其内部所有企

业要素需求Xnki 的加总,因此局部市场的价格加成 Muk 可以简单变形为式(10),其中sik

为企业i的营业收入占局部市场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Muk = ∑
i=1

θki

θk
×sik ×muki

-1  
-1

(10)

  根据工资折价和价格加成的定义,两者相乘等于劳动边际产品收益和劳动者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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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在单个企业和整个局部市场都应满足此定义:

mdkimuki =θl
ki ×

PkiQki

wkilki
; MdkMuk =θl

k ×
PkQk

wklk
(11)

  联立式(10)和式(11),可以求得局部市场的加总工资折价为

Mdk = ∑
i=1

θl
ki

θl
k
×sik ×(mdkimuki)-1􀭠

􀭡

􀪁
􀪁 􀭤

􀭥

􀪁
􀪁 -1

Muk
-1 (12)

  以局部市场的就业人数为权重,则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 Md 可以表示为

Md =∑
k
skMdk (13)

  式(13)没有对企业要素产出弹性做过多假设,仅根据企业和局部市场产出弹性的差

异对局部市场工资折价进行了校正,这样能够确保微观企业和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

价的解释是一致的。在这种加总方法下,宏观加总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折价可以相应地被

解释为:平均来看,劳动者在该劳动力市场中每得到1元工资,其对应实际生产出的产品

收益,或者计算出工资折价的倒数,即可以相应解释为:平均来看,劳动者每生产出1元

的产品收益,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工资,以此就可以衡量整体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

势力。

2.3 估计步骤

灵活生产要素假设了其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因此其边际产品收益与要素收入份额之

间的差价全部归因于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而其他要素因为同时存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

场的市场势力,其边际产品收益和要素收入份额的差价归因于产品市场价格加成和要素

市场价格折价的共同影响,所以将其他生产要素的“差价”与灵活生产要素的“差价”相除,
就可以得到该生产要素的价格折价。因此,只需要在企业数据库中找到企业的要素投入

和产出信息,估算企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和要素收入份额,就可以据此计算劳动力的边际产

品收益和劳动者工资间的差价,进而分离价格加成和工资折价的影响。
要素收入份额可以通过企业数据直接计算得到,要素产出弹性则需要在一定的假设

条件下进行估计。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估计企业要素产出弹性,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它

不需要对企业市场力量的来源进行假定,也不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进行假定,只需

要假设企业的生产要素中存在一种灵活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弹性是有

限的。借鉴Yeh
 

et
 

al.(2022)的方式,我们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工资折价,估计要

素产出弹性,如式(14)。其中yit 为产出对数,xit 为生产要素投入对数,f(xit,β)为生产

函数的对数变化,υit 为不可观测的生产率,εit 为测量误差。

yit =f(xit,β)+υit +εit (14)

  估计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产出弹性β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1)

 

首先,使用企业产出yit 对生产要素投入xit 及其多项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修
正可能的测量误差,从而得到非参数估计的产出预测值ϕit;

(2)
 

其次,使用预测值ϕit 和生产函数f(xit,􀭴β)估算生产率υit(􀭴β)=ϕit-f(xit,􀭴β),并

对上一期生产率υit-1(􀭴β)的多项式进行回归,进而得到生产率冲击的估计值η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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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使用上一期生产要素投入zit 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并根据它和未来

生产率冲击ηit 不相关的矩条件(Moment
 

Condition)和GMM 估计就可以得到各生产要

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回归系数,最后计算得到要素产出弹性β。
在使用上述的生产函数方法估计要素产出弹性时,也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它假定

了企业拥有相同的生产函数,这一假设对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影响过强,因此在实践中往

往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分别估计;其次,由于工具变量是上一期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最

终能够得到的估计结果中没有基期的要素产出弹性,也无法得到基期的工资折价信息;最
后,由于企业产出的统计不如营业收入准确,最后使用营业收入来代替企业产出进行估

计。综上,本文在制造业的两位码行业内估计各行业企业生产函数参数,使用企业营业收

入和各生产要素投入估计要素弹性,最终得到2008—2016年各年份企业的生产函数参

数,然后根据工资折价的表达式估计2008—2016年的企业工资折价。

3 数据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它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选取企业填报,包括重点调查

企业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包括我国31个省直辖市、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类型以及各类

型行业的企业,调查方式由各地税收机关在电子系统中填报,减少了误填、误报概率,数据

质量较高,是我国近年来企业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Liu
 

and
 

Mao,2019)。我们主要使用企

业税收调查2007—2016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这是因为生产函数估计方法的准确性依赖

于相同行业内的企业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假设,而服务业的行业界限不够清晰,即便在相

同行业内部,生产函数相同的假设也可能不成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较低。① 现有研究也

大多着重于关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本文最后只估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工资

折价。
在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中,2012—2015年的企业样本缺乏企业成立时间,而企业年龄在

估算企业实际资本投入时非常重要,与企业的市场力量也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使用全国工

商注册登记数据中的企业成立时间,匹配和替代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缺失的企业年龄信息,
匹配成功率为97%。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原始样本还进行了如下的数据清理:(1)删除企

业产值、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总资产、劳动雇佣人数、为职工支付的工资或奖金总额、固定

资产原值、原材料投入等小于等于0的企业;(2)删除工资总额小于或等于社会保险缴纳

总额,营业收入小于或等于营业税及附加的企业;(3)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前后1%的缩尾处

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614434个观测值的非平衡企业面板。

3.2 主要变量

使用生产函数估计企业工资折价,首先需要准确定义企业的生产要素,其次需要明确

① 随着服务业日渐成为经济结构中的主体产业,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也值得引起关注,但为了提高估计准确

性,估计服务业的工资折价需要在已有的行业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行业分类。



216  经
 

济
 

学
 

报 第12卷

一种灵活生产要素投入(flexible
 

input)。Yeh
 

et
 

al.(2022)定义了四种生产要素,分别是

劳动、资本、原材料和能源,并将原材料作为灵活生产要素。相对其他几种要素,原材料可

以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减少价格差异,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更加适合作为灵活生产要素。
本文遵循Yeh

 

et
 

al.(2022)的方法,也选择原材料作为灵活生产要素。由于企业税收调查

缺乏能源支出的相关数据,因此在估计过程中,本文最终包括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资本

和原材料三种。
(1)

 

劳动投入。使用企业全年计提的工资奖金总额衡量劳动投入,在此基础上,本文

还考虑了加上全年计提的社会保险福利总额的劳动投入。
(2)

 

资本投入。使用固定资产实际存量衡量企业资本投入。由于企业报告的固定资

产原值没有反映投资价格的逐年变化,也没有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影响,因此本文参照

Brandt
 

et
 

al.(2012)的方法,根据企业成立时间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再结合观测到

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企业各年份的实际资本存量(尹恒等,

2021)。
(3)

 

原材料投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主营业务成本是企业销售与主营业务有关的

产品或服务所必须投入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人工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因此,我
们使用主营业务成本-工资福利总额(含社会保险缴费)-本年折旧的方式衡量原材料投入。

在计算微观企业工资折价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计算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因此

还需要对不同企业的工资折价进行加总。本文在区域和行业的双重维度构建“局部市

场”,然后计算局部市场内各企业的就业人数和营业收入占比,在宏观加总时作为局部市

场工资折价的权重,从而加总得到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
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我们使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将产值、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工资福利总额统一平滑到了2007年的价格水平,使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将原

材料支出也统一平滑到2007年。本文还梳理了企业年龄、企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产
值、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等核心变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中位数 平均值 四分位距 标准差 观测值

产值 千元 25516.67 90744.16 66223.41 551981.60 596725

增加值 千元 3303.98 19464.23 12390.80 350757.60 528262

营业收入 千元 26876.96 91661.03 67577.32 530217.80 614434

营业成本 千元 22779.12 75495.84 56346.00 313594.00 614433

工资奖金总额 千元 2505.07 6047.23 5661.98 16547.28 614434

社会保险总额 千元 244.25 998.71 777.40 4736.71 613660

固定资产原值 千元 10011 42076.74 31210.00 186730.60 614434

原材料支出 千元 16791.21 61531.35 44168.58 275219.30 614434

就业人数 人 98 187.08 178.50 289.63 613670

企业年龄 年 10 11.37 8 9.33 614434

资本劳动比(对数) — 4.24 4.17 1.65 1.24 613670

生产率(对数) — -0.05 -0.05 0.07 0.06 6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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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趋势

4.1 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GMM估计企业历年的生产率冲击会省略掉基期年份的样本,因此本文能够追溯的变

化趋势为2008到2016年。表2报告了我国企业工资折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来看,
企业工资折价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截至2016年末,企业工资折价的平均值为1.915,相
较于2008年下降了9%。图1呈现了企业工资折价的核密度曲线图,相较于2008年,

2016年企业工资折价的分布略微向左移动,也反映出工资折价有所下降。

表2 企业工资折价和生产函数参数估计

年份 均值 劳动要素弹性(θ) 工资收入比重(α) 企业价格加成(μ)

2008 2.108 0.219 0.107 1.129
2009 2.045 0.229 0.118 1.110
2010 2.054 0.225 0.112 1.147

2011 2.009 0.233 0.118 1.180
2012 1.998 0.243 0.122 1.192
2013 1.978 0.247 0.124 1.198
2014 1.995 0.248 0.124 1.213
2015 1.902 0.255 0.132 1.217

2016 1.915 0.245 0.127 1.188
总计 2.013 0.236 0.119 1.170

  注: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估计结果在前后1%处进行了缩尾处理。

图1 生产函数参数分布
 

从劳动要素弹性、工资收入比重、企业价格加成的参数结果看,图1还显示2008到

2016年,劳动要素弹性、工资收入比重和企业价格加成均有所提高。其中,劳动要素弹性

均值从0.219提高到0.245,意味着劳动投入每增加1%,营业收入从2008年增加0.21%
提高到了2016年的增加0.25%,说明劳动效率有所提高;工资收入比重从0.107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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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说明企业生成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也有所提高;企业价格加成从1.129上升1.188,
说明企业的产品市场势力也有所提高。在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下降,人口素质提升以及大

型企业兴起和市场力量增强的背景下,上述的估计结果比较符合直观印象。

4.2 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动

简单的线性加总平均忽略了不同企业市场力量的差异。我们采用Edmond
 

et
 

al.
(2023)的调和平均加权计算宏观工资折价,并使用多种方法检验稳健性。

我们使用式(12)调和平均加权得到局部市场工资折价,然后再根据局部就业人数占

比在全国层面加权得到全国工资折价。图2(a)显示调和平均加总的工资折价和线性加总

的工资折价在2008到2016年间均呈下降趋势。同时,调和平均加总的工资折价更高,这
说明工资折价和企业规模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工资折价相应越高,使用

市场份额加权得到的工资折价也更高。此外,能够发现,和前文的微观企业工资折价相

比,加总工资折价进一步提高,这也说明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折价与企业规模相关。
我们还使用更普遍意义的劳动投入替换前文的工资总额,即把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

会保险总额也考虑进来统一作为劳动投入,避免过于高估工资折价。图2(b)显示,考虑社

保之后的工资折价总体上也呈小幅下降趋势。同时,考虑社保之后的工资折价均要低于

图2(a)的结果,说明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劳动成本高于账面工资总额,所以工资折价更低。
从数值变化大小看,是否考虑社保对工资折价的影响程度比较有限。

图2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趋势(2008—2016)
 

值得注意的是,Brooks
 

et
 

al.(2021)认为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假定了相同行业

内的企业面临相同的生产函数形式,而且缺乏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存在识别不足的难

题。因此他们更偏向于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直接计算价格加成和工资折价①。尽

① 本文的基准估计与Yeh
 

et
 

al.(2022)一致,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Translog
 

Function),该函数不要求要

素弹性不随时间变化,是更具一般性的企业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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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相比超越对数生产函数,CD函数的假设会更强,但本文在此处尝试采用Brooks
 

et
 

al.
(2021)的方法估计工资折价,并对本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图2(c)的工资折价的大小

和变化趋势和图2(a)的基本相同,而且下降趋势变得更明显。
此外,Gandhi

 

et
 

al.(2020)还认为使用标准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不足以对生产函数

的系数进行点估计识别,还需要借助灵活要素在需求端的其他变动来源(例如价格波动)。
但Flynn

 

et
 

al.(2019)又指出点估计识别问题可以通过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解决。为此,
我们采用Yeh

 

et
 

al.(2022)的方式在原估计步骤中加入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条件,图2(d)
的估计结果相比图2(a)的结果仅有略微提高。此外,尽管下降趋势不是很明显,但工资折

价在2014年之后相对于2008年仍然有所下降。
综上,在图2所示的结果中,不同估计方法得到工资折价的大小有细微差异,但所有

结果都显示工资折价在2008—2016年有所下降,尽管这种下降趋势并不大。如果以考虑

社保之后的加总工资折价作为本文的基准结果,2016年加总工资折价的平均值为1.98,
即我国制造业劳动者每多生产出1元产品,将获得约0.50元的实际报酬。从这个结果看,
劳动者获得报酬与其产出的边际收益存在一定差距,反映劳动者的劳动议价能力相对

较弱。

4.3 异质性分析

基于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中的行业、地区、所有制等微观信息,我们继续考察了企业工

资折价的异质性,进一步反映2008—2016年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特征。
(1)

 

行业差异。图3(a)呈现了制造业的2位码行业的工资折价及其在2008和2016
年的变动情况。能够发现,不同行业间的工资折价存在较大差异,取值在1.5到4.0不等。
在这些行业中,医药制造、酒茶饮料、化学制品、黑色金属等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大,
而电气机械、橡胶制品、文教美体、服装服饰等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小。从趋势来

看,相较于2008年,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折价并没有出现十分明显的变化。

图3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变化

     注:删除了样本不足100家企业的行业或省份;使用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总,后同
 

(2)
 

区域差异。图3(b)考察了不同规模城市的企业工资折价差异。能够发现,100万

人口以下城市的工资折价最高,100~500万人口的城市工资折价次之,而500万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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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工资折价最小。从变化趋势来看,三类城市的企业工资折价都呈现逐步下降的趋

势,说明三类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2008到2016年间均有所下降。
(3)

 

所有制差异。图3(c)分所有制类型考察了异质性。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长期在

一个较高水平波动,而且近年来有略微上升的势头;私营企业的市场势力逐年下降,2008
年的工资折价为2.23,到2016年已经下降到2.01;外资企业的市场势力也逐年下降,工资

折价从2008年的1.98下降到2016年的1.82。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最大,私
营企业次之,外资企业市场势力最小。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变动差异反映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方式不同。国有企

业工资折价变动不大源于国有企业工资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夏庆杰等,2012),当劳动

力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国有企业仍然能够在原有的工资水平招收员工,所以劳动投入相

对稳定。此外,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合并重组,国有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刘瑞明和石

磊,2011),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力量进一步增强,这也可能是国有企业工资折

价有所上升的原因。私营和外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受到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

影响,随着劳动总人口下降,劳动供求改变了以往“供不应求”的局面,工资折价因此

下降。

4.4 劳动力市场势力收敛

前文发现不同行业、地区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势力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随

着时间发生什么变化? 图4考察了不同行业、省份和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规律。
图4(a)分行业计算了2008年期初和2016年期末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然后以期初的劳动

力市场势力为横轴,期末和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总变化为纵轴,展示了2008到2016年

不同行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幅度与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相关关系。能够发现,行
业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大小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总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图4(b)和图4(c)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省份和城市考察了期初劳动力市场势

力和期初之后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化的相关关系;能够发现,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的地

区,其在2008到2016年间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的幅度也越大,而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越

小的地区,其在2008到2016年间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的幅度也越小,尤其是城市间工资

折价的这种相关性比较明显,说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在区域间存在收敛现象。
理论上,工资折价是劳动者本身边际产出与实际收益之差,它反映了一种价格信号:

工资折价越高,说明劳动者工资偏离其实际产出较多,意味着工资相对较低,越不利于吸

引劳动者,但对于企业来说则意味着更低成本,越有利于吸引企业。这意味着,劳动力和

企业在区域间劳动力市场流动,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影响当地劳动力市场供求状态。
最后,工资折价较高的地区因为劳动力和企业流动所以工资折价下降更快,而工资折价较

低的地区因为劳动力和企业流动所以工资折价下降更慢或者甚至上升,这就会出现收敛

现象①。而行业间劳动力市场势力没有收敛现象,这是由于行业间的准入壁垒和限制较

多,劳动力和企业跨行业流动困难,因此可能无法观察到收敛现象。

① 附图1使用相关数据讨论了人口和企业流动与工资折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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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收敛分析
 

5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和变动原因

前文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下文进一步

分析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和变动原因。

5.1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

借助面板数据,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

如式(15)所示。其中,mdit 为企业工资折价,firmi 和yeart 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xit 为

企业控制变量。参照相关研究,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对数)、资本

劳动比(对数)、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对数)等核心变量。为减少不可观测因素的内生性

影响,我们控制了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为排除随时间变化但不可观测的影

响因素干扰,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城市和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表3报告了回归

结果。

ln(mdit)=α+β1xit+firmi+yeart+εit (15)

  在表3(1)列,我们首先单独检验了产品市场势力和工资折价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为

负,这说明企业在产品市场势力越强,其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弱。一般地,产品市场势力既

会通过关联效应扩展影响劳动力市场势力(赵伟光等,2022),也会通过租金分享的方式提

高劳动者工资(叶林祥等,2011),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势力。因此,上述结果意味着产品

市场势力使得企业通过租金分享降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作用更大。

表3的(2)列检验了企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扩大会显

著提高劳动力市场势力,这是因为随着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的增加,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

价能力会相应提高,会形成更强的劳动力市场势力(Azar
 

et
 

al,2020)。表3的(3)列检验

了资本劳动比和工资折价的关系,发现资本劳动比值越大,工资折价越高,这是由于资本

密集型企业更容易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因此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最后,表3的

(4)列的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也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这是因为生产率更

高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也会强化其劳动力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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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的(5)列将主要核心变量放在一个模型中作为本文的基准模型,能够发现和使用

单一变量回归的结果类似,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等核心变量回

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方向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表3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

主要变量
(1) (2) (3) (4) (5)

工资折价 工资折价 工资折价 工资折价 工资折价

产品市场势力
-1.412*** -2.282***

(0.038) (0.037)

企业规模
0.194*** 0.054***

(0.003) (0.004)

资本劳动比
0.099*** 0.125***

(0.002) (0.002)

生产率
0.501*** 7.452***

(0.067) (0.128)

企业年龄
0.046

(0.036)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91203 491203 490500 491203 490500

R2 0.860 0.841 0.838 0.836 0.879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显著。

5.2 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对工资折价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例如,产品市场势力对不同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采用无条

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5.1中核心变量对企业工资折价的异质性影响。
图5报告了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企业生产率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系数结果。其中,横轴为根据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划分的20等分位

点,纵轴为上述变量在相应分位点的回归系数。能够发现,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

劳动比和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随分位点提高而提高的趋势,这说明这些影响因素的扩大

也会扩大企业间劳动力市场势力差异。在这些因素中,产品市场势力和生产率的回归系

数在年份间的变动比较明显,其中产品市场势力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间的差异在缩小,而
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间的差异在扩大。这意味着产品市场势力扩大导致企业间劳

动力市场势力差异扩大的效果在减弱,而生产率提高导致企业间劳动力市场势力差异扩

大的效果在增强,说明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对劳动力市场势力差异的解释作用变得更加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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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劳动力市场势力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5.3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分解

为更好揭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原因,我们借鉴Firpo
 

et
 

al.(2009)的回归分

解方法,进一步考察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跨期变动的结构原因。根据Firpo
 

et
 

al.(2009),
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可以将工资折价分布的统计量转

换为关于产品市场势力、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等核心解释变量的线性函数,然
后再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可以解释各种因素对所关注变量统计量变动的影响。

关注工资折价均值水平的变化①。设两个时期对应的工资折价分布函数分别为F1 和

F0,则两个时期工资折价的均值变动v(F)可以分解为

D=v F1  -v F0  = v F1  -v Fc    + v Fc  -v F0    (16)
其中Fc 为反事实分布函数②,它可以通过样本加权得到,相应权函数wc 为

wc =
1-T
p

p(X)
1-p(X) (17)

其中p 为T=1时期的样本比重。在式(16)中,v(F1)-v(Fc)为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可以理解为假定解释变量在T=1和T=0时期的分布完全相同,仅仅因为解释变

量对工资折价影响力的变化导致统计量v(F)的变化程度;v(Fc)-v(F0)为禀赋效应

(composition
 

effect),可以理解为假定解释变量对工资折价影响力不变,仅仅因为解释变

量在T=1和T=0时期的分布变化而导致统计量v(F)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无条件

分位数回归分解中的禀赋效应不仅仅体现为解释变量均值水平的变化,还与变量分布构

成的变动有关。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总体变动,因此下文报告劳动力市

①

②

Firpo
 

et
 

al(2009)的回归分解方法还可以分析分位点、方差以及基尼系数等不均等指标的差异。
反事实分布函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Oaxaca分解方法中的参照组选择问题(罗楚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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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势力的均值分解结果。
表4报告了相关分解结果。以2008年工资折价为基期,2008到2016年工资折价的

总变动为-0.193(下降了0.193),通过相关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可以判断相关变

量在2008—2016年对工资折价变动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

表4 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动的回归分解

Oaxaca_RIF分解 (1) (2)

2008—2016年 禀赋效应 结构效应

产品市场势力
-0.127*** 0.319***

(0.004) (0.088)

企业规模
0.024*** 0.079**

(0.001) (0.039)

资本劳动比
0.117*** -0.077***

(0.003) (0.020)

生产率
0.134*** 0.065***

(0.003) (0.009)

企业年龄
0.002** -0.012

(0.001) (0.009)

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
-0.004*** 0.007

(0.000) (0.012)

截距项
-0.719***

(0.094)

合计
0.146*** -0.339***

(0.005) (0.006)

总差异
-0.193***

(0.007)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显著。

能够发现,产品市场势力的禀赋效应显著为负,这是因为2008到2016年间产品势力

在增强,而产品市场势力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势力(见表3),所以产品市场势力的

禀赋效应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起到了方向相同的促进作用;同时,产品市场势力的结

构效应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产品市场势力缓解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力在下降(图4),所
以结构效应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起到了方向相反的抑制作用。

企业规模和生产率的禀赋效应均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在2008到2016年间企业规模扩

大和生产率提高,而企业规模扩大和生产率提高均会显著提高劳动力市场势力,所以禀赋

效应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都起到了反向的抑制作用;同时,结构效应也都显著为正,
这是因为企业规模和生产率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力都在增强,所以结构效应对劳动

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起到的也都是反向的抑制作用。
资本劳动比的禀赋效应显著为正。这是因为2008到2016年间资本劳动比在显著增

加,而资本劳动比扩大会显著提高劳动力市场势力,所以其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起到

了反向的抑制作用;同时,结构效应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劳动比对工资折价的扩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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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削弱,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起到的是同向的促进作用。
综上,表4结果说明2008到2016年间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劳动比和企业生产率的提

高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势力扩大,而产品市场势力提高,资本劳动比对工资折价影响力的下

降抑制了劳动力市场势力扩大。总的来看,2008到2016年间,禀赋效应的变化为0.146,
结构效应的变化为-0.339,最后综合效果使得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了0.193。

5.4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如前所述,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的议价能力就越强,也就

意味着其会影响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表5将劳动力市场势力作为核心变量放入回归

模型,考察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就业以及工资的影响。由表5列(1)可知,劳动力市场

势力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即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拥有更强的买方市场势力,企
业为员工支付的劳动收入占其经营所得比重就越低。由表5列(1)还可知,企业规模、资
本劳动比和生产率均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产品市场势力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

份额。

表5 劳动力市场势力与劳动收入份额

主要变量
(1) (2) (3) (4) (5)

劳动收入份额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社保 就业人数 营业利润率

劳动力市场势力
-0.095*** -0.118*** -0.099*** -0.032*** 0.059***

(0.007) (0.003) (0.003) (0.002) (0.001)

产品市场势力
0.097*** 0.839*** 0.790*** 0.627*** 0.056***

(0.037) (0.022) (0.020) (0.016) (0.010)

企业规模
-0.047*** 0.299*** 0.281*** 0.426*** 0.106***

(0.010) (0.002) (0.002) (0.003) (0.003)

资本劳动比
-0.055*** 0.230*** 0.233*** -0.015***

(0.007) (0.003) (0.003) (0.004)

生产率
-1.788*** -4.337*** -4.020*** -2.932*** -0.334***

(0.178) (0.120) (0.111) (0.083) (0.038)

企业年龄
-0.065 0.035 0.030 -0.011 -0.003

(0.074) (0.024) (0.019) (0.007) (0.00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67856 490500 489761 490500 486159

R2 0.479 0.870 0.887 0.969 0.642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显著。

表5列(2)到列(5)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势力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我们

从工资和就业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由表5列(2)可知劳动力市场势力会显著降低企业支

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表5列(3)进一步将企业支付给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加入,反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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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员工支付的实际工资和福利,发现劳动市场势力仍然会显著降低职工福利;表5列

(4)继续考察对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市场势力显著减少企业就业人数;表5
列(5)还考察了对企业营业利润率的影响,发现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扩大显著提高企业的营

业利润率。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势力对企业的用工决策和工资决定产生了显著影响,劳动力市

场势力与企业的就业人数雇佣和平均工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势力

有助于降低企业劳动投入,并提高利润率,这些因素将会促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6 结论与建议

市场不完善是影响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的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发育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

据,在估计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根据劳动者工资与其边际产品收益的比值测度工资折价,
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趋势和主要特征,并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主要影

响因素。
本文发现以下主要结论。2008到2016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呈小幅下

降趋势。考虑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和更换估计方法检验结果稳健性,劳动力市场势力仍

然呈小幅下降的趋势。分行业、地区、所有制类型、城市行政级别看,工资折价的大小存在

较大差异,变化趋势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城市间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存在较为明显的收

敛,即2008年工资折价高的地区,其在2008到2016年间工资折价的下降速度也越快,而

2008年工资折价低的地区,其工资折价下降的速度越慢。尽管劳动力市场势力有所下降,
但当前劳动力市场势力仍然不可小觑。截至2016年,以考虑社保之后的劳动投入作为本

文的基准结果,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折价为1.98,这意味着劳动者每生产1元收益,
得到0.5元左右。从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劳动收入仍处于不利地位。

从影响因素看,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对其劳动力市场势力具有削弱作用,而
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和企业生产率对其劳动力市场势力具有增强作用。上述因素对不

同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即对劳动市场势力处于低分位点的企业影响较小,而对处于高分

位点的企业影响更大,因此企业间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差异也会逐渐扩大。从2008到2016
年的变动原因看,产品市场势力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而企业规模扩

大、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最后,劳动力市场势力显

著降低企业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提高营业利润率,从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应该看到,虽然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势力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幅度并不大,对我国劳

动收入份额回升的解释作用相对有限。同时,本文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势力仍然在

较高水平,说明劳动者所得与其付出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不同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类型企

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缩小劳动所得

与劳动产出间的差异,从而推动劳动者报酬合理上升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视的政

策议题。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应该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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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条件。
为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未来应该尽快破除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逐步放松大城市的户籍制度限制、降低户籍制度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捆绑程度、畅通劳动力

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促进要素资源间的平等交换;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背景下,充分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的同

时,激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改善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附录

附图1展示了省份期初劳动力市场势力(工资折价)与人口数量和企业数量变化的关

系,能够发现在附图1(a)中,期初工资折价越高的地区,2008年到2016年间人口增长得就

越缓慢,一定意义上说明人口流入相对较少;而在附图1(b)中,期初工资越高的地区,2008
到2016年企业数量增长得越快,说明期间新企业进入的更多;最后在附图1(c)中,能够看

到人口增长和企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工资折价成为了一种价格机制,即劳

动力和企业通过“用脚投票”影响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最后期初工资折价高的地

区因为劳动力和企业流动导致工资折价下降更快,而期初工资折价低的地区因为劳动力

和企业流动导致工资折价下降更慢或者甚至上升,区域间工资折价最后出现收敛。

附图1 人口流动、企业进出与工资折价的关系

注:(1)由于缺乏2008—2016年城市常住人口的历年数据,因此在省份层面来考察上述关系;(2)各省人口增长倍

数和企业增长倍数分别使用各省2016年相对于2008年常住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衡量。企业数量信息来自全国工

商注册登记数据,此处“企业”泛指所有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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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labor
 

market
 

monopsony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e
 

find
 

that
 

monopsony
 

power
 

slightly
 

declined
 

from
 

2008
 

to
 

2016
 

in
 

China.
 

There
 

a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its
 

magnitude
 

and
 

trends
 

across
 

industries
 

and
 

ownership
 

types,
 

and
 

monopsony
 

power
 

across
 

cities
 

shows
 

a
 

clear
 

convergence
 

trend.
 

By
 

2016,
 

the
 

wage
 

markdow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as
 

1.98,
 

meaning
 

that
 

for
 

every
 

1
 

yuan
 

of
 

revenue
 

generated,
 

workers
 

received
 

nearly
 

0.5
 

yuan
 

in
 

return,
 

indicating
 

that
 

labor
 

income
 

remains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Moreover,
 

firm􀆳s
 

monopoly
 

power
 

significantly
 

reduces
 

its
 

monopsony
 

power,
 

whereas
 

firm
 

size,
 

capital-labor
 

ratio,
 

and
 

productiv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t.
 

Additionally,
 

we
 

find
 

that
 

monopsony
 

power
 

lowers
 

firm􀆳s
 

labor
 

income
 

share
 

by
 

reducing
 

both
 

employment
 

and
 

w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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